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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的治理 
——以 H5N1 禽流感病毒的研究与争议为例 

高  璐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  要: 通过对 H5N1 禽流感病毒的改造带来争议的分析，并以美国对两用研究进行监

管与治理的实践作为案例，来探讨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的特征，以及两用研究治理范式中存在

的诸多问题。尽管美国近年来不断完善两用研究治理体系，从科研经费申请、研究过程到成

果发表等对两用研究进行全程管理，但是远未达到预期目标，以此揭示出生物领域科技重大

风险治理的艰巨性与紧迫性。回顾美国风险治理范式形成的历史与制度逻辑，认为应该拓宽

对科技风险的理解，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负责任地发展和治理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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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用”（Dual-use）一词通常被用来描述一项

技术既能民用又能军用。但近年来，随着新兴技

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经历了 911 恐怖袭击之后

的炭疽病毒邮件事件，人们再次认识到科学被恶

用的巨大风险，这使得“两用研究”（Dual-use 

research of concern，DURC）成为一个专有的研究

范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两用研究定义为

那些本意为了人类福祉的研究成果与知识，但却

能轻易地通过知识传播产生滥用，直接用于制造

威胁国家与公共安全的武器[1]。在生命科学与生

物技术领域，随着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等技术

平台的不断提升，使得我们对基因组的修改能力

逐渐提高，相关研究被滥用和恶用的可能性不断

增加。生命科学具有很强的技术指向性，带来复

杂的治理问题。有学者将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的风

险归结为三个层面：（1）表面上的民用设施实

际上可用于军事或恐怖生物武器开发和生产；

（2）可能被挪用或误用于生物武器研制和生产的

设备和制剂；（3）可能被用于研究与生产生物武

器的科学知识[2]。 

两用研究带来的困境源于知识本身的公共物

品属性，因为尽管科研过程中充斥着默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但随着技术平台的提升与研究

数据资源日益开放，使得知识从生产到应用的距

离更短。同时，知识被应用的过程受到多种复杂

因素的影响。从工具论的角度来看，人决定了技

术的善恶；从 STS的角度来看，科技的价值是由

利益分配模式、制度与伦理规范等社会因素决定

的。那么，如何确保具有潜在重大风险的知识被

恰当地使用，是兼具学术与政策价值的重大议题。

国际学界从 2004 年后开始逐渐关注两用研究的

伦理与治理，如 Atlas 等人在 2006 年发表的一篇

高被引论文中指出了两用研究的三个层面的问

题，以及如何从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的角度去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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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些难题。[2]一些学者从已有的伦理规范中寻找

适用于两用研究的伦理框架，如起源于环境治理中

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3]。也有一

些学者认为两用研究的界限太模糊，这造成了治理

中的难题[4]。在国内，较早关注两用研究的学者来

自军事医学领域的专家[5]，研究内容有科技政策角

度的解读[6]，这些研究将美国与其他地区丰富的经

验介绍到了国内，并反思了我国在建立生物安全体

系与监管中的问题。但是，已有研究鲜有从科技哲

学、STS角度出发，缺乏两用研究所引发的科技与

社会问题的考量，因此也就缺少了对两用研究等新

兴技术治理体系的整体反思。如果我们只在监管层

面去反思两用研究，而不去回顾这一监管体系的制

度逻辑与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或许很难解决两

用研究带来的威胁与困境。 

2012年，两篇饱受争议的 H5N1禽流感病毒

的基因重组研究论文使这种担忧进一步升级[7]。

尽管对 H5N1 病毒的研究本身具有潜在的科学与

社会价值，但一些科学家和决策者反对发表这些

论文，因为他们担心恐怖分子（或其他别有用心

者）可能利用这些研究来制造一种可能危害全球

的生物武器。研究 H5N1 病毒的论文的出现，凸

显了科技风险治理的艰难，以美国国立卫生院

（NIH）以及国际卫生组织（WHO）为首的研发管

理组织逐步建立起两用研究治理的规范，涉及研

发投入、研究过程、研究成果发表与合作等诸多

方面。这一案例已经被一些学者注意到[8]，本文

探讨的是美国的治理体系是如何应对 H5N1 病毒

研制引发的两用研究治理难题，以及这一治理体

系与实践带来的路径依赖效应。 

1  流感百年：对病毒认识的深入 

人类历史是一部与病毒斗争的历史，但一直

到 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们才第一次窥见病毒的

真容。这种不同于细菌的、能够通过细菌滤器的

亚微观颗粒，由简单的核酸与蛋白质外壳组成， 

只能在宿主细胞中完成生命过程[9]。尽管在 1918

年，西班牙流感病毒（H1N1）已经在全球范围内

快速蔓延，导致了 5000万人死亡，但当年人们几

乎对流感病毒一无所知。一些科学家认为可能是

细菌致病，因为在这一时期，巴斯德与科赫的细

菌致病说正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人们对这一传染

病几乎无计可施。在近 100 年的时间内，相继发

生了 3次较大的流感疫情，分别是 1957年的“亚

洲流感”（H2N2）、1968 年的“香港流感”以及

2009年在美国等地爆发的甲型 H1N1流感[10]。这

几次重大的流感疫情都为人类健康与经济社会带

来了巨大的打击，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

对比蝴蝶效应，有学者提出了“病毒效应”来表

述病毒大流行的危害与特征，认为病毒可以作为

超级支点，给人类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11]。 

随着当代新兴生物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流

感等病毒的认知程度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与提高。

然而，季节性流感以及不同亚型的动物流感的存

在，仍在不断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直到今日，我

们除了流感疫苗，仍然没有十分有效的抗病毒药

物。与此同时，病毒的发展与变异速度非常惊人。

一般来说，对流感等病毒的研究通常是对已经发

现的病原微生物的结构、生物特性以及流行病学

数据进行分析，但也有一部分科学家致力于对病

原微生物进行预先“干预”，通过 DNA 重组技术

来制造一些具有新性状的变异，使病毒改变宿主

或者提高致病性，以期提前理解病毒的演化——

这种研究方式又被称为“功能获得型研究”

（Gain-of-Function Research）[12]。这类研究的最终

目标是更好地为公共卫生和预防工作提供信息，

但同时也引发了许多与生物安全有关的争议。这

类两用研究是否应该进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是否应该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即使制定了管

理措施，能否有效落实？两用性研究是否存在着

边界？下面我们将从H5N1病毒引发的争议开始，

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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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旋涡的中心——河冈义裕、富希耶与美

国生物安全国家顾问委员会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河冈义裕教授

（Yoshihiro Kawaoka）是长期致力于流感病毒、埃

博拉病毒等传染病领域的病毒学家，同时供职于

日本东京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担任微生物学和

免疫学系教授。他的研究兴趣集中于病毒致病机

理及预防控制研究，在流感病毒的致病、跨宿主

传播、抗原研究及疫苗研发等方面做出了不少重

要工作，也引起过巨大争议。2013年，河冈义裕

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自 2008年开始，河冈

义裕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下，

开展与 H5N1 禽流感病毒传播的分子特征有关的

研究。 

2011年 8月 31日，河冈义裕将论文《血凝素

基因突变赋予 H5N1 甲型流感病毒识别人受体并

以呼吸道飞沫在雪貂中传播》投稿到《自然》杂

志，在文中披露了通过对病毒进行基因修饰使其

获得了更强的传染性。河冈义裕将基因改造的

H5N1 流感病毒的 H5 部分替换为 2009 年流感的

H1N1病毒株的 H1部分，产生了可在雪貂间通过

飞沫传播的 H5N1 流感病毒[13]。这是一种典型的

功能获得型研究，为了理解病毒的进化机制，给

H5N1插上了新的翅膀，让其毒性提高，并且更具

传播性。 

无独有偶，荷兰伊拉斯谟大学医学中心

（Erasmus MC）荣恩·富希耶博士（Ron A. M. 

Fouchier）也对甲型 H5N1流感病毒进行了诱发突

变的研究与实验，并于 2011 年 8 月 30 日向《科

学》杂志投稿论文《禽流感 H5N1 甲型病毒的空

气传播》。该文指出禽流感 H5N1经过部分基因改

造可以大幅增加在哺乳动物雪貂之间的传播性，

只需要将 5 种已经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变异，通过

基因改造汇聚在一次病毒变异的过程中，就能够

实现 H5N1 病毒的加速演化。在编辑部收到这两

篇论文后，意识到这一研究结果和数据的公开存

在巨大风险，于是便快速地提交给了美国国家生

物安全咨询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dvisory 

Board for Biosecurity，NSABB）。 

美国 9.11事件以及随后的炭疽邮件袭击事件

后，越来越多的人考虑生命科学研究恶意应用的

可能性。2004年发布的《恐怖主义时代的生物技

术研究》报告中呼吁应仔细审查两用研究，明确

了解一些研究成果对于恐怖主义的意义。同时，

这一报告还提出政府应采取行动，制定相应的生

物安全措施，建立全国性的生物安全顾问委员会。

因此，美国政府决定启动针对包括生命科学与生

物技术两用性研究监管等在内的生物恐怖威胁的

若干举措，建立了国家生物安全咨询委员会

（NSABB）。这一委员会服务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

务部，下属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由不

多于 25名投票委员组成，职责是为生命科学的两

用研究的生物安全监督提供指导和建议。主要包

括：为相关学科的科学家、实验室工作人员、学

生和受训人员提供关于两用研究的教育、培训与

发展建议；就两用研究成果的出版、公众传播提

供政策建议；为促进国际社会参与生命科学两用

研究的管理提出战略；对两用研究和研究结果的

实施、交流和监督提供政策建议等[14]。 

尽管这两个关于 H5N1 的研究能够提高对流

感大流行的监测、预测、预防、诊断和治疗能力，

具有重大的公共卫生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两个研究有潜在的巨大的被误用的风险。因此，

NSABB 委员会的全部成员都参加到了对这两项

研究的讨论中。经历了 5 周半艰难的讨论，委员

们分析了两篇文章中的数据，衡量公布信息后的

风险与收益，最终在 2011年 11月 21日，NSABB

建议《自然》与《科学》杂志重新编辑这两篇文

章，将关键的结论公布出来，将数据与方法隐去，

只分享给那些可信的专家和机构 [15]。这是

NSABB自 2004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做出这样的限

制性建议。这一结果引发了许多争议，一些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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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是学术审查对科学自由的剥夺；也有一些

声音认为，科学的两用性让我们不得不有所取

舍。 

3  科研伦理与生物安全：争议与磋商 

正是因为各界对于 NSABB的意见存有争议，

使得人们不得不再次反思这项研究的价值。支持

者认为，富希耶研究中的 5 个基因突变均在自然

的 H5N1 流感病毒中发现，因此专家认为监测这

5 种基因突变有助于早期预警流感大流行。同时，

河冈义裕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病毒的传播因

素，深入了解病毒遗传进化对人类认识流感有着

积极意义[16]。 

然而，其潜在的风险也让人难以忽视。首先，

实验室存在着泄露的风险，一些专家认为，由于

泄露风险一直存在，因此那些使得接触性传染病

变异得更加强大的研究不应该做。海恩法则指出，

在每一起被曝光的严重事件背后，必然有着 29次

轻微事件和 300次未遂先兆事件，以及 1000次事

件隐患。尽管我们不可能准确预测改造病毒对人

类的影响程度，但潜在病毒大流行的风险超过了

任何可能的研究益处[17]。因此，NSABB的专家强

调研究的公开发表可能为敌对分子制造生物武器

提供了“路线图”。尽管制备病毒存在着知识壁垒，

但公开发表存在着授人以柄的风险。 

2012 年 1 月 20 日，NIH 发表了“关于国家

安全局审查 H5N1 研究的声明”，声明中指出

NSABB 是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关于 NIH 资

助的 H5N1流感传播性研究的论文手稿，NSABB

认为公布这项工作的方法和其他细节，可能会推

动那些有不合理企图的人复制此类实验，因此建

议不要全文公布这些手稿。NSABB成员还讨论了

在研究提出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是否应暂停广

泛传播 H5N1 的两用研究[10]。也是基于此，卫生

部向河冈义裕和富希耶以及提交出版的期刊编辑

提供了 NSABB的非强制性建议。 

同日，河冈义裕、富希耶和 H5N1 研究界的

其他科学家宣布，他们将自愿暂停对 H5N1 病毒

研究 60天，等待国际社会彻底地讨论该如何更好

地对这一研究问题负责后，再决定是否开启研

究 [18]。这种暂停适用于增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在哺乳动物中的传播能力，以及任何已经证明可

在雪貂中传播的 H5N1病毒的试验。 

随着媒体的曝光，这一争议事件也从科学共

同体内部，走到公众面前，变成广受关注的社会

问题。公众质疑这种高致病性、高风险的病毒是

否应该被主动制造，又该如何进行保存和保护，

如何避免被用于不法用途和恐怖活动，研究者和

决策者需要考虑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的作恶企图

和能力，以及公众的脆弱性等情况。 

鉴于这一问题具有全球性，世界卫生组织于

2012年 2月 16日至 17日召开了一次初步技术协

商会议（technical consultation），其目的是澄清与

研究相关的一些事实，并衡量这一研究带来的生

物安全漏洞，以及如何更好地获取和传播研究成

果。会议邀请了 22名参与者，其中包括河冈义裕

和富希耶、政府监督人员和公众媒体，当时正处

于禽流感 H5N1 疫情中的国家的代表也出席了会

议①。与会者回顾了研究中使用的 H5N1病毒从实

验室外转移到实验室内的时间顺序、有关使用样

本的相关协定、研究经历的审查，以及经费方对

工作的监督等问题。两位研究者宣读了未发表的

研究报告的全文和修订版，并听取了大家对研究

结果的意见。与会者认为：基因改造的数据对于

改善人类公共卫生和动物卫生部门的监测能力具

有价值，有助于监测正在传播的 H5N1 病毒发生

重大变异，这些研究结果为病毒在自然界中的进

化积累数据，提供了有价值的补充。但是，必须

                           

① 参会者名单可见 https://www.who.int/influenza/human_animal_interface/list_participants/en/ [OL] [20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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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社会与政治背景，去判断研究成果是否会带

来人们对病毒重组知识的滥用。这也是本着一种

底线思维安全观，思考这一研究带来的对全局的

影响。为了促进对这一问题的关注，WHO 在 2

月份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深入讨论了生命科学两

用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综合了各方的意见，

WHO 认为这两篇文章公开发表的益处超过风

险，建议论文无需删减即可公开发表，并主张设

计有效的交流方案，提高 H5N1研究的公众认知

和理解。同时，他们也对实验室改造病毒的保存

与否、在何种时间、地点、环境下进行保存以及

后续如何建立生物安全标准、允许进行哪些后续

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尽管这些病毒目前所处

的设施达到或超过了所需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

保标准，但代表们一致认为应该提高研究 H5N1

病毒实验室的相关条件。在研究暂停结束之后，

需要就其他研究地点所需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

保标准提供明确的指导，并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

监测系统。 

2012 年 3 月 29 日和 30 日，NSABB 第二次

会议审查了之前的会议信息与国际意见，重新审

议了出版意见，建议两篇论文全文发表。NSABB

同时发布了“美国政府对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的监

管政策”（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olicy for 

Oversight of Life Sciences Dual Use Research of 

Concern）[19]，指出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定期审查美

国政府资助或进行的具有某些高致病性特征的病

原微生物研究，以减少风险、收集必要的信息，

从而维护生命科学研究的利益，同时最大限度地

减少滥用此类研究的知识、信息、产品或技术的

风险。这项政策补充了美国政府关于持有和处理

病原微生物的现行条例和政策，对于研究人员、

国家安全官员和全球卫生专家在内的有关群体起

到了指导作用。 

2012年 5月 1日，国家科学院科学技术和法

律委员会与生命科学委员会联合举办了微生物威

胁论坛（Forum on Microbial Threats），召开了为

期一天的公众研讨会[20]。研讨会的目的是“探讨

从研究概念化到出版的可能干预节点”的全周期，

并讨论当前对研究的监管和监督，思考如何建立

和实施新机制。 

2012年 6月 22日，河冈义裕的论文《H5-HA

流感的实验性适应使雪貂的呼吸液滴传播到重组

H5-HA/H1N1病毒》发表在《自然》上①。研究结

果强调，有必要为 H5HA 的流感病毒引起的潜在

大流行做好准备。这些知识将使研究者能够监测

正在传播的或新出现的变种的大流行潜力，将工

作的重点放在这些至关重要的分子变化亚组的病

毒上，在这种病毒传播的地区储存抗病毒复合物，

并在大流行前启动疫苗生产和大规模生产[21]。富

希耶的论文《呼吸道飞沫传播的甲型 H5N1 流感

病毒在哺乳动物宿主体内进化的可能性》也于同

日在《科学》上发表，指出甲型 H5N1 流感病毒

只需要 5 个氨基酸替换或者 4 个重组就可能通过

飞沫在哺乳动物间传播，构成大流行威胁。其中

两种替换在甲型 H5N1 病毒中很常见[22]，有些病

毒可能只需要另外三种替换就可以通过哺乳动物

之间飞沫传播。因此，这项研究通过使用宿主内

病毒进化的数学模型来研究在病毒感染哺乳动物

宿主后增加和减少剩余替代物进化概率，来研究

该类病毒在自然界进化的潜在威胁。 

随着文章的发表，对 H5N1 研究的紧张情绪

逐渐松弛，河冈义裕和富希耶等在 2012 年 10 月

提出要终止对于甲型H5N1流感研究的暂停禁令，

恢复自 2012年 1月以来的工作，因为人们已经观

察到一些自然条件下的突变，这为人类造成了新

的威胁[23]。这场有关实验室与自然环境中的病毒

的赛跑，在政府和有关机构批准下，又再次上演。

                           

① 研究指出 HA 中的分子变化使得具有 H5-HA 亚型的病毒能在哺乳动物之间传播，研究重组了 H5HA（来自 H5N1 病毒）和

2009年大流行性 H1N1病毒中的 7个基因片段，使得新病毒能够在雪貂模型中飞沫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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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3年 2月 1日，河冈义裕等人正式宣告研究

恢复[24]，宣称由于 H5N1 病毒传播研究对于大流

行预防和了解流感病毒对哺乳动物的适应能力至

关重要，但科学家不应在不具备条件的实验室与

监管制度下进行类似研究。 

2014 年 7 月 3 日，河冈义裕为了分析 H1N1

的基因变化，研究绕过人类免疫系统的关键步骤，

制造出“超级 H1N1 病毒”，再次引发极大的争

议 [25]，但河冈义裕针对 H1N1 以及 H5N5 等流感

病毒的研究仍在继续，自 2014年至今仍有百余篇

文章发表，不过 2018年后的研究成果已经难以检

索到。富希耶也仍在呼吸道病毒、禽流感病毒、

冠状病毒等病毒学研究领域继续进行研究，自

2013年至今仍有约百篇论文发表。 

4  难以平息的争议与两用研究的监管 

H5N1事件几乎定义了“两用研究”。尽管监

管部门应允研究者继续，但在科学界内部，仍不

断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NSABB 主席凯姆（Paul 

Keim）说：“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

病原体。我甚至觉得和这种病毒变种比起来，炭

疽杆菌都不算什么了。”“如果这种病毒因为错误

操作而逃逸，势必会造成流行病。虽然这种概率

是未知的，但它不是零。需要考虑的场景有很多，

从疯狂的孤独科学家、绝望的独裁者到千禧一代

的末日狂热分子，生物恐怖分子或一个人的随机

疯狂行为。”[26]《科学》的记者恩瑟林克（Martin 

Enserink）在专栏中写道：“该病毒可能改变世界

历史。”[27]美国威斯康星的一个研究团队也发文表

示：经过十轮实验，病毒才会通过空气传播，感染

附近笼子里的雪貂。这种空气传播菌株的基因组与

自然中的变异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发生了最恐怖的

突变[28]。有学者通过对H5N1的人工促发突变的有

关文献进行分析发现，三大核心的争议问题为：禽

流感H5N1病毒基因改造风险；禽流感H5N1病毒基

因改造研究实验室生物安全等级争议；禽流感 

H5N1 病毒研究论文公开发表争议[29]。 

尽管围绕着河冈义裕、富希耶两人文章发表

与否的争议告一段落，但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在

美国促成了NSABB对于两用研究的监管革命。

2012年3月，NSABB发布了《美国政府生命科学

两用研究监管政策》；2013年2月，美国白宫科技

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

用研究机构监管政策》。这两项新政策是加强联邦

资助的生命科学研究监管的重要举措，美国政府

实施该政策的目的是保护极其重要的生命科学研

究的益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同时最大限度地

减少研究知识、信息、产品或技术误用恶用的可

能。两项新政策有助于美国对整个生命科学研究

周期（从最初提交资助申请到研究结论和研究成

果交流）潜在的误用风险进行管理，对研究进行

全周期评审。一方面，明确了政府需要监管的15

种重点生物制剂或毒素，以及7类两用性研究类

型；另一方面，也明确了联邦政府与研究机构的

职责，以及如何定期地进行生物安全评审。 

在全周期的科技管理中，有三个层面的机构

十分重要。首先，是与研究者关系最密切的机构生

物安全委员会（Institutional Biosafety Committees，

IBCs）。IBCs是20世纪70年代DNA重组技术产生

后，由NIH设计出的一个制度框架，与机构伦理

委员会一起（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IRBs），

尝试在研究者所在的研究机构中与科学家共同应

对人们对基因工程带来的风险的担忧[30]。两用研

究带来的潜在威胁促使NSABB考虑进一步扩大

IBCs的作用，以监测那些可能对生物恐怖主义有

影响的研究。如果一项研究涉及危险病原体（如

H5N1、炭疽杆菌、埃博拉病毒等），大学或者研

究所的IBCs需要预先对项目进行审议，以确认该

研究的研究价值与安全措施，并决定这一项目的

危险程度是否需要提交到美国卫生部（HHS）与

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同时，研究人员必须提

供符合“加强生物安全的措施”、“提供两用研究

的教育培训”、“在机构层面定期检查新兴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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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用研究”以及“明确沟通形式以确保负责任的

两用研究”等八项规定的“风险缓解计划”[6]。

如果研究人员无法通过IBCs的审查，那么也无法

在HHS与NIH层面参与项目申请。第二个层面，

由HHS与NIH为主的联邦机构会从联邦政府的层

面审核研究的风险、必要性以及生物安全措施是

否完备，做出资助与项目评审意见。美国联邦政

府的选择是将审查前置，在资助、项目申请与研

发阶段就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避免研究成果完成

带来的措手不及。第三个层面，仍然将论文与成

果的发布、与研究有关的风险的沟通作为要点，

在重要期刊、预印本以及学术会议上，都加强生

物安全的考量。在这一要求下，河冈义裕近年来

的部分成果未公开发表。 

NIH在新的管理办法出台前，多次暂停了相

关的研究与资助。2012年对于河冈义裕等人两用

研究的暂停，以及2014年暂停关于非典、MERS、

流感病毒等功能获得型研究资助[31]。由于功能获

得型研究能够增强潜在流行病原体的致病性与传

播能力，因此直到2017年，美国科学院、NIH以

及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分别澄清了功能获得

型研究的边界与管理办法，相关研究与新的资助

才得以开启。 

总体而言，经历了H5N1病毒事件后，美国

通过制度、组织与科研管理体系的调节，从一

种对于两用研究“应急”似的管理模式，转变

到一种深思熟虑的、常规化的管理模式。尽管

一些学者怀疑 IBCs执行能力，或是独立专家委

员会的作用等，但通过几次主动暂停，美国联

邦政府在两用研究的监管上在尝试给出一个平

衡风险与收益的管理体系。同时，随着对研发

活动认识的加深，开始从发表物、结果审查转

向到全研究周期的管理策略，更尝试通过安全

教育、公众意见的反馈来影响研究的内容本身，

通过筑高门槛来阻碍一些设计不当的、有其他

可选择进路的两用研究。  

5  两用研究治理的困境及其可能的破解

之道 

两用研究风险巨大，其治理绝非易事，治理

困境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两用研究风险治理在科技监管制度上

面临挑战。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或许从未遭遇

如此棘手的选择，而监管部门的责任是通过制度

引导研究向善的同时，规避一些难以承受的风险。

玛丽·道格拉斯在《制度如何思考》一书中说道，

通常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政府机构作为政策制定与

实施部门，正在做些什么，而非他们是怎样做或

是如何思考的。然而，制度是通过人在进行思维，

那么问题就变成，在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哪些人

在通过怎样的方式思考，进而如何制定政策并影

响文化[32]。 

反思美国的风险治理逻辑，或许有助于帮助

我们回答这一问题。自1986年里根总统的科技政

策办公室做了“生物技术管理协调”的报告后，

美国政府依靠分布在不同部门中的咨询委员会提

供科学技术方面的建议。更重要的是，正如贾萨

诺夫在《自然的设计》中的分析，美国不同部门

中咨询机构的共识是生物技术产品与传统的化学

工艺制造的产品没有区别，因此美国将生物技术

视为需要普通类型审查的常见产品的供应者，而

不是一个对社会造成不确定性的或者危害的特别

工艺[33]。因此，美国形成了一个以审查最终“产

品”的风险与安全性的风险治理范式。与此同时，

生物技术也成为咨询委员会技术专家指导下的决

策对象，而不是一个广泛参与的政治事件。对比

坚持以“工艺”作为生物技术监管对象的欧洲，

美国的“产品审查”逻辑直接决定了其对风险的

态度——科学家的自我管制首当其冲，由专家承

担责任并做出决策，同时通过政治体系与科学建

议对生物技术研究的产品风险进行控制，并通过

风险沟通的方式将公众纳入到整个体系之中。自

重组DNA技术出现以来，美国对于转基因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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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技术、干细胞治疗等新技术的监管方式

都是在这样的理念中形成的。因此，在如此的体

系之下，两用研究只是一种新的风险管理范畴。

尽管联邦政府通过全周期的科研管理来对两用研

究的风险进行把控，但是这些程序层面的补救很

难妥善治理两用研究风险。同时，即使能够对两

用研究从经费申请到研究过程、成果发表的全程

进行监管，在美国的科技制度下，也只能对联邦

政府的研究机构与经费进行管理，而企业中的私

人实验室则几乎不受这一体制的控制。 

第二，两用研究风险治理在认知上面临挑战。

更进一步地，“两用”的概念是否掩盖了真正可能

的风险？两用研究与我们熟知的科学技术是双刃

剑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两用研究更加

强调那些直接能够转化为摧毁性技术的研究，在

本文所述案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科学家手中，

两用研究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病毒的“七十二

变”，但如果这些研究被传播出去，就很容易变成

走向杀伤性武器的路线图。然而，这些研究是否

能够通过已有的管理体系得以完善的管理？面对

两用研究产生的重大风险，实际上已有的认知是

乏力的，正如刘益东所指出的，目前国际上许多

关于重大风险防控的研究，只知其一（风险愈演

愈烈、要加强风险防控）、不知其二（忽视了防控

措施中存在严重漏洞、忽视了科技与经济一体化

粗放式发展存在严重缺陷）[34]。他提出致毁知识

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制造毁灭性武器等导致毁灭

性灾难的各种产品或方案的核心原理、核心技术

等核心知识，特别是他关于致毁知识正负效应不

可抵消、科技伦理法律失灵、核平衡战略不适于

生物武器平衡战略等论点[35]，对两用研究治理分

析极具启发性。两用研究成果是一种典型的致毁

知识，研究致毁知识的意义在于认识到当代建立

在高技术之上的产业社会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系

统，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生产出致毁知识或是

两用研究的整个社会体系的理解与治理。 

美国等关于 H5N1 禽流感病毒风险的应对，

存在三点缺陷：一是两用研究的正负效应不能相

互抵消，因此对其益处与害处的讨论不能停留在

功利论层面，关键要探讨其害处能否防控，对于

危害巨大的研究领域应该设置禁区，至少应该暂

时叫停；二是加强生物技术研究的安全监管和伦

理法律并不能约束世界上所有实验室和科技专

家，生物黑客、军用研发和一些企业实验室完全

不在资助与研发管理的版图之上；三是美国的市

场原教旨主义使得其发展依赖高技术，科技与资

本的结合使得其选择性地忽略技术发展的禁区。

建立在技术与市场联盟之上的社会体系难以应对

尖端科技、两用研究带来的风险挑战，科技冷战

与军备竞赛使得两用技术在争议中快速发展，科

技风险愈演愈烈，即使人们发现其危害和错误，

也因陷入边争议、边纠错的“动车困境”而难以

纠正错误[36]。近年来，以“防御性”为名的美国

《生物盾牌计划》于 2004年实施，2004～2013年

美国政府为生物盾牌计划拨款约 56亿美元[37]。且

美国政府机构于 2018年底批准了争议巨大、非常

危险的禽流感病毒改造实验项目，两用研究的不

断加强，在一定意义上支持了其军方的研发。尽

管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但是，我们现在尚未找到

关于两用研究风险的有效应对之策，甚至逐渐走

向了贝克意义上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38]。随

着生物技术的应用水平不断提高，我们或许面临

的是对整个科学体系的重新定位、划界，因此在

这一层面上，两用性或许掩盖了研究本身带来的

巨大“危险”，而非风险。   

第三，在两用研究风险治理上缺乏明确的指

导原则。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其他国家，迄今为

止还缺乏明确统一的两用研究风险治理指导原

则，在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两者之间摇摆

不定。既要防控风险又担心失去国家竞争优势。

从底线思维考虑，应该以人类安全为最高指导原

则，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负责任地发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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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对于国际上“两用研究”治理经验的分析与

反思，是为了更好地构建我国的生物技术治理与

生物安全体系。我国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

技术逐渐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同时中国拥有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完备的生物实验室体系，在

新冠病毒的测序、疫苗研发等领域，都体现出了

高效、高水准的研究能力。但是，我们也应该关

注类似 SARS 病毒、冠状病毒以及其他的功能获

得型的两用研究的负面效应的管理。在吸收美国

的科研管理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美国风

险治理范式形成的历史与制度逻辑，注意其局限

性，应该拓宽对生物技术风险的理解，尝试站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负责任地发展生物技术。

后疫情时代，民族国家之间在加速分裂、隔离，

但是对于新兴技术的治理与应对疫情一样，恰恰

需要我们摒弃国家对立之思维，珍视全人类的共

同利益。我国正在着力制定《生物安全法》，逐

步填补两用技术管理的漏洞[39]，但是在构建生物

安全防御体系的同时，应该积极适应未来科技社

会伦理环境，冲出生物技术两用性带来的困境，

引领国际社会对于科学技术与人类关系的思考

与定位。 

6  结语 

美国近年来关于 H5N1 禽流感病毒两用研究

治理体系的历史实践与现状表明，尽管做出许多

有益探索与安全监管，但是总体看并未达到预期

效果。从底线思维考虑，应该以人类安全为最高

指导原则，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负责任地

发展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更重要的是，两用研

究风险治理需要建立多要素的治理系统。社会学

家古斯菲尔德曾经探讨了酒驾如何从一种个人问

题演变为公共问题的过程[40]。当人们还未意识到

青少年的偶发车祸是一个公共问题的时候，酒驾

只是一种个人的“道德自律”。如果将这一系列行

动者放在行动者网络[41]之中，那么汽车（技术）

就浮现为一个复杂的道路交通网络中的一个行动

者，使得那些之前不可见的行动者——喝了酒的

年轻人、酒吧规则、酒驾法律联系在一起。因此，

只有在这一网络上加以干预，如立法限制速度、

严惩酒驾、提高饮酒年龄等，同时重新对技术进

行改造（添加新的安全气囊），才能够真正地将技

术（汽车）带来的风险加以控制。受此启发，两

用研究的风险治理也应该系统解决，仅仅针对科

学家进行伦理规范是不够的，需要从科学共同体

内部到外部社会的有关观念文化、管理措施、体

制机制等进行一系列变革，进行系统创新。本文

选择一个案例进行研究，缺乏对两用研究治理广

泛的考察，应如何针对两用研究的特征构建新的

风险治理体系，是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深入

探讨的问题。或许只有将技术的网络延伸，将更

多的要素纳入到视野中，才能真正改变人们驾驭

新兴技术的习惯，塑造技术与人类的共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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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ance of Dual-use Research of Concern in Life  
Science: A Case Study of the H5N1 Avian Influenza Virus  

and Its Controversies 

Gao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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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ual-use research in the life sciences and the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ual-use research governance paradigm by examining the controversy caused by the ge-

netic modification of the H5N1 avian influenza virus and the subsequent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measures of 

dual-use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constantly im-

proving the dual-use research governance system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been managing dual-use research at all 

research stages, namely, funding, application, R&D, and publication, the model of “product” as the object of risk 

regulation conceals the dilemma resulting from the use of dual-use research. Reviewing the history and institu-

tional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risk governance paradig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e should 

broaden the understanding of biotechnology risk and develop biotechnology responsibly considering the commu-

nity, emphasizing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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